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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论文共有291篇。从数量上看，较 1997年有所增加，从质量上看，也较1997年有显著提高。低水平重复的
现象仍然存在，但研究新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其研究分布，从历史时期看，有后移趋势，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有所增强，论文
数目达107 篇，较上年增加35％。从研究主题看，农业经济史成为重点，有关论文达54篇。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方法论受到重视 
    1996年，吴承明发表了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引起了经济史学界对方法论的重视。本年陈支平发表
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一文，指出：“封建社会”是舶来名词，与中国二千年来固
有的历史称述并不相符。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为了把这种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想尽了种种的论证方法，但总
是有些不尽如人意，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更进一步探讨。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晚期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就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
分；地主经济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君主专制是对官僚专制还是对农民专制；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把地租、赋役、利息都归之
于“阶级剥削”等五个问题提出了疑问。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农业古国，自有其独特的 

历史发展轨迹，西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个个地对号入座。高
德步探讨了经济史的指导理论(《经济史与经济学》，《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 )，指出：经济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
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
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
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史学来讲，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
式”。为此，作者提出：要建立或重建经济史学范式，必须明确经济史学的任务是为经济理论提供证实与证伪；坚持以经济史实为实证依据，以
经济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采用共同的经济史语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史家的
共同研究与合作群体。 
    高文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没有明确经济史研究必须主要以经济学作为指导，没有
明确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以至迟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这也是低水平重复（史料堆砌）不断
出现的主要原因。但高文只强调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显然也含有片面性，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经济史作为一门
学科，是１９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本世纪５０年代有个重大变革，即不仅研究经济的发展变化，还须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分
析。首先是与经济学相结合，继而与社会学相结合，近年有个文化热，又从文化思想上来研究经济史。又因专题不同，人类学、民族学、农学、
科技、地理、气候、生态等科学也纳入经济史研究，这就形成许多学派、专业”。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
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
社会经济史学派 (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1998年8月10日“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打印稿) 。 

二、学术批评有所加强 
    多年来，近代经济史学领域学术批评之风衰微，甚至终年见不到一篇批评文章。这既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使低水平重复无所顾忌，甚
至不讲形式逻辑，东拼西凑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近年，一股清新的学术批评之风吹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首先，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相关分析》一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指出，在经济史相关关系的研究
上有误用现象，“第一，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两个变量彼此相关，并不一定表示其中某变量是原因，造成另一变量之后果”。“第二，若
用数学表示，相关系数如果是零或接近于零，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如果用文字说明，则有人会使用似是
而非，有高度误导性的词句来说明这种不相干的关系”。作者还举例进行批评分析，如198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制与封建社会
延续问题的论文以及用乾隆年间雇工人命案的增加反映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说明地主制与封建宗法关系及封建生产关系没有相关关系，而
“举出资本主义萌芽，则是误认因果关系，也就是乱拉关系”。50年代一本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之书，“所举的相关关系倒是合乎
逻辑，但是所取的变量却不正确”，“应该度量的是净产量(net output), 而不是总产量(gross output)”。 
    有学术批评就应有反批评，以便明辨是非，求得真理。１９９７年，一篇署名“林众”的《不能为出书而写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7年第4期) 的书评对王振忠《近６００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一书提出了严厉批评，指斥其书中《三冬比户粮》一节从观点到行
文方式都“挪用”徐晓望《清至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 )。1998年，王振忠撰写了《学术规范与批评规范》一
文，通过“逐条比勘”，说明自己所引资料字数均超过《变迁》，且均注明出处。而且《三冬比户粮》一节长达一万零一百十五字，引用书目约
二十八种，其中没有一条引自《变迁》的资料。王文并指出：“‘挪用’史料本身就是荒唐的指责。所有上述史料，除了《闽政领要》的一种版
本见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外， 
其他的都是福建省图书馆的藏书，并没有哪一本是什么人的祖传秘籍，为什么只有徐晓望能够引用，别人就不能引用呢？” 

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一
文，批评杨书《总论》对于已有成果的分析“空洞无物，苍白无力”，不甚明了研究状况，多有严重遗漏。对于明清人口诸问题的论述，还处于
前何炳棣时代。对于杨书“历代人口数据资料皆以官修正史和官书为主要搜集对象，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典籍和著述”的编辑原则，葛文认为：
“这一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最大失误。因为官修史书和官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
计》一书所收录”，而确定这一偷懒的原则“正是《研究》一书的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对于杨书
坚持综合抽象方法的编辑原则，葛文认为“这是一个照单全录的原则，并不包括对资料的鉴别和筛选”。“然而，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常识，要
从大量的人口数据中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首先要对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大量去伪存真的复原工作，而这一工作恰恰是《研究》一书所不能
承担的”。 
    对于葛文的批评，杨书作者在同年《历史研究》第 6期发表了辨驳文章，解释了某些原因。 
    从上述批评和反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批评必不可少。但要建立学术批评规范，规范学术批评。批评者应就实质性问题展开批评，怀抱
与人为善，避免盛气凌人，尤忌尖刻、讥讽的语言；而被批评者也应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辩驳，不要节外生枝，随意纠缠。 

三、“四新”论著明显增多 
    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提出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四者兼备最好，但至少要有其一。 
    本年，“四就”锢疾有所破除，“四新”论文明显增多。慈鸿飞的《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
学》，1998年第1期) 一文，论述了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晋、冀、鲁）农村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地方市场贸易、农村集镇和农村资本主义的
发展，并据此对美国学者黄宗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有关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黄的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
但他没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只在农民的生产方式上，主要方法似乎是‘解剖麻雀’，仅仅根据满铁几十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和他自己对几
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就对近代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下结论，这是否也算是黄宗智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太过‘模式化的研究’呢？”该文认为：“20
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这是 



国内第一篇直接对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或“过密化”以及“停滞论”和“悲观论”提出挑战的论文。 
    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火爆，但多偏重于政治和军事，有关经济方面则多偏重国民政府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而对于沦陷区的经济，尤其是
农村经济则少人问津。曾业英的《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一文，利用敌伪时期的档案史资料和其他原始
资料，对华北沦陷区的农村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于华北日伪当局为农业增产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如兴修农田水利、兴办农业贷款、
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培育优良品种、增加土肥、倡用化肥、施行种子消毒和病虫害防治、扩大耕地面积等作了全面概括，对于其成绩亦秉笔直
书，然后通过日伪当局自己的统计数字和舆论界的评价，说明其农业增产运动的失败。通过统计数字说明华北1941年的棉产量，只及1936年的一
半，并将1943─1945年保定道的棉田面积和预计产量整理成表，说明“无论总产量还是平均亩产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而论证了日伪在华北的
棉花增产计划彻底破产。该文将日伪华北棉花协会1939年4月、10月5日和12月21日三次公定价格列成四表，显示一个共同特点，即棉花公定价格
自内地向海口倾斜，内地最低，海口最高。“这种情况表明，日伪当局在有意识利用地区差价，促使棉花向天津、青岛移动”，揭露了日伪利用
价格政策掠夺华北棉花的阴谋。 
    高伟强、陈茵的《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文化精神特点》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由于历史原因，近代民族企业并没
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社会性的企业文化模式，但在一些企业里初步形成了企业精神文化的重要概念，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它既是近代民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精神的主要特点；第二，管理思想上‘贵和’，并用‘和’的思想
来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增强企业的活力；第三，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对企业的作用，并成功地运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之中；第四，注重激发
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第五，注重用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来培育员工的营销道德观”。这种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利用、改
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企业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借鉴和学习”。 
    还有一些文章，研究的是老问题，但提出了新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马俊亚根据他对近代江南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他指出：工业资本在近代江南地区帮助农村改良了农作物品种，引进了新的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也使大工业获得了适宜
的原料。江南工业资本对土地的投资，虽在形式上具有落后色彩，但在当时环境下，土地收入构成了工业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尤其在企业处于困
境时，土地是向银钱业押款的最好抵品，可收意外效果；工业资本设立的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业资本对农村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农村手工业、加工业的兴起，以及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工业资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动农村同步发
展，而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初探》，《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有不少人把近代农村手工业与古代等同看待，认为近代农村手工业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不到近代农村手工业中发生的巨大变
革，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农村手工业的考察，说明，在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近代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她指出：“农村手工业中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特别是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二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中，除了传统的
家庭副业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式作坊、手工工场和小型工厂，有些由一户农民独建，有些由几户农民合作；有的使用旧式工具，有的使用
改良工具或机器；有些仍然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形式，有些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些是季节性生产，有些成为长年生产。无论是哪一种
形式，其内部都出现了分工和协作。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变
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王卫星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王文指出：综观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可以看出其发
展工业的基本思路，即在财政、货币统一的前提下发展国营基础工业，鼓励民营轻纺工业的发展，并使工业发展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同时通
过裁撤厘金，提高进口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商在华设厂等措施，减轻民族工业的负担，保护民族工商业。1927─1937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快
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是分不开的。虽然某些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并不能完
全否定这些政策与措施的进步意义(《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学海》，1998年第6期)。 
    本年，经济史学方法的创新也颇为可观。首先，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摆脱“孤立化”的倾向。不仅重视区域内的研究，而且重视区域间的研
究。唐文起《大生纱厂的兴衰与东北的                           南通土布市场》(《学海》，1998年第4期) 即为此类典型。该文认为，以
前的有关研究，只注意到张謇获得不准允其他人在南通地区创办纱厂的特权，使大生纱厂一枝独秀，忽略了东北地区的南通土布市场在大生纱厂
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剖析了大生纱厂、南通农村土布业、东北地区的南通土布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具体关系。指出，纱以
布为前提，数千里之外的东北南通土布市场的兴衰，严重影响着南通土布业的命运，也影响着大生纱厂的生产。南通土布业鼎盛时期，年销额达
2600万元以上。洋布的倾销、东北的沦陷，使南通土布的销路锐减，1933年只销1700万元，1936年只销近1000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棉纺织工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市场问题。 
    夏俊霞《上海开埠与江南士林新的从业观》(《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则是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
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的例子。该文指出：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传
统的义利观，刺激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认同，这一历史发展变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及其江南腹地表现得尤为显
著。而观念的变化又带来了社会的变化，士人舍儒而商的趋势，不仅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推动了社会阶层的频频流动，而且也为死
气沉沉的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业观念的更新。 
    计量分析的方法在本年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刘巍和刘丽伟接连发表了《对1930─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的简单数量描述与分析》 (《南开经济
研究》，1998年第1 期)和《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两篇文章。前文利用马歇尔和麦金
农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方程式）计算了1930─1936年的中国货币需求。认为1930─1932年，事前货币供给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通过国民收入增长投资额增加和价格指数涨跌，达到了事后均衡。既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又实现了实际经济增长。1933─1935年，事
前货币供给不足，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造成了国民收入下降，最终达成了经济衰退的事后均衡。这是由于世界市场银价升腾破坏了中国的金融
环境，因此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1935年11月，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银根松动，货币供给充足，流通速度加快，因此出现了1936
年价格上升、投资额大幅度提高和国民收入明显增长的良性事后均衡。后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概貌进行
了数量描述和推断。作者首先将刘佛丁、陈争平和叶孔嘉估算的中国若干年分按1933年币值计算的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汇总，然后根据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所做的估计，用7.5‰的人口增长率和1933年大约 5亿人口这两个数字，推出1927─1936年的人口数，
从而估出就业人数。接着，根据罗斯基对1903─1936年的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和吴承明对若干年份中国产业固定资本问题总量以及张东刚对
1907─1936年农业投资额的估算，推算出1914─1936年其中 6年的中国工农业固定资本。至此，作者已掌握了同时有Ｙ（国内生产总值）、Ｋ
（工农业固定资本）和Ｌ（人口就业数）的几个年份，于是用《经济计量分析软件包ＴＳＰ》，得出计量模型Ｙ＝2.063ＬＫ，即劳动与资本产
出弹性参数之比为0.31：0.69。作者认为：近代中国近代化程度较低，人口基数巨大，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潜在失业者存在于农村家庭生产单
位之中，势必造成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有时为负率。加之近代中国的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生产部门。所以，从宏
观经济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劳动产出弹性参数一定较低。以上计算尽管不一定准确，但无庸置疑，这种探讨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是有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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